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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體技術的勃興與經濟下滑的壓力正使得傳統媒體遭遇嚴峻的

困境，甚至危及媒體社會正當性的基礎——公信力。長期以來，公信

力作為規範新聞理論中的重要概念，起著規範媒體行為和新聞倫理的

作用，但是基於2016–2017年間對中國內地六家媒體機構的考察和92

份深度訪談資料的分析，本研究發現，在面對生存危機時，中國媒體

的普遍性做法是利用公信力進行營銷，以使媒體擺脫或者緩解經營困

境，公信力不再是一種規範性的倫理工具，而變成一種市場化的經

濟工具。具體來說，本研究發現，中國內地 媒 體主要 使用三 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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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公信力的市場潛能：組織架構的市場化、收入來源的公關化、

採編角色的經營化。本文結論認為，公信力營銷做法的背後實際上

折射出中國媒體生態的深層變化，帶來媒體社會正當性的困境，為

新形勢下中國媒體的轉型提出了許多挑戰性的議題。

關鍵詞：公信力、新聞倫理、社會正當性、媒體經濟、媒體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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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redibility as a Marketing Tool: 
How the Mainland Chinese Press Copes with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nd Economic Crisis

Haiyan WANG, Colin SPARKS, Yu HUANG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general crisis 

of media economics, the traditional press is experiencing a hard time. In 

particular, the credibility upon which its claims to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rest 

has suffered. Credibility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normative journalism theories, and i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regulating media 

behavior and ethic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ix print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92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and media managers, 

conducted between 2016 and 2017,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redibility is today 

used as a marketing tool helping newspaper groups survive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Rather than being a normative tool regulating ethics, media 

credibility has become more of an economic tool serving market end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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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organizations tend to exploit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ree main way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e expansion 

of “side businesses”; and a re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rol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wide adop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haping of media ecology, and raises important issues 

regar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nd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edia credibility, media ethics, legitimacy, media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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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市場工具的傳媒公信力

媒體公信力（credibility）指的是媒體或新聞所具有的值得公眾信任

的屬性，以及這一屬性被社會大眾認可的程度。它是新聞媒體與社會

大眾之間「簽署」的一張無形的契約（contract），是新聞媒體作為一個社

會機構獲得存在合理性和正當性（legitimacy）的重要來源。而媒體之所

以能夠獲得公信力，在於其對一系列社會角色和功能的宣稱，如作為

事實的告知者、權力的監督者、公共利益的代言者等；並且，媒體必

須按照一定的倫理規範踐行這些公眾認可和期待的角色和功能，才能

持續地獲得公信力，從而將媒體的社會正當性維持在一定水平。

在過去長期的實踐和與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境的不斷磨合中，新

聞業圍繞著公信力這個概念似乎在其周圍建立起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生

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記者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專業的姿態，

對事實進行客觀、平衡、公正的報道，引起公眾輿論，並獲得公眾的

信任，從而成為一個社會健康運轉中不可或缺的機構。然而，媒體生

態系統的穩定從來都是相對而言的。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

技術的衝擊和隨之而來的靠廣告支撐的傳統媒體經濟模式的崩潰，進

一步改變了媒體的生態環境，在方方面面重塑著新聞業。不僅「新聞」

和「專業」的內涵面臨重新定義，支撐新聞業發展的媒體經濟面臨重尋

出路，同時，新聞與社會和公眾的關係面臨著重新調適，新聞機構獲

得社會正當性的重要來源——公信力也面臨著新境況。

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究在當下傳統媒體生態面臨急劇變化的時

刻，媒體機構在應對過程中賦予媒體公信力以何種新的理解和意涵，

為何如此，如何如此，以及有何影響。

本研究建立在對媒體公信力概念的深入探討和對中國內地六家報

業集團的田野調研和深度訪談的基礎上。我們發現，在當下環境中，

「公信力」是很多媒體機構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考慮的中心概念，但其對

媒體行為和新聞倫理的規範作用漸弱，媒體管理者們一方面切實感受

到媒體生態的變化，擔心失去公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卻主動消耗「公信

力」，對其進行商業化開發和營銷，以圖挽救媒體的經營危機，從而

迫使其從規範性意涵向市場化意涵轉移，成為媒體社會正當性的撼動

者而不是維護者。

本文的論述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公信力的概念以及相關

研究的文獻綜述。第二部分為研究背景，試圖說明當下中國內地新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3期（2018）

128

業面臨著怎樣的生態環境變化。第三部分為研究方法的介紹。第四部

分具體分析中國內地媒體機構的公信力營銷的主要形式，以及在這一

過程中產生的悖論。第五部分討論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和現實意義，以

及後續研究可以關注的課題。

文獻綜述

公信力的界定

不管是在中文文獻還是在英文文獻中，「公信力」都是一個被廣泛

使用、但又缺少統一定義的詞匯（Self, 1996；喻國明，2005；周樹華、

閻岩，2015）。

在英文文獻中，「公信力」的表達包括credibility、believability、
public trust等。其中，最為常用的是credibility，指的是公眾對媒體的

一種評價，即作為訊息接收者的公眾對作為訊息傳播者的傳媒和傳媒

工作者的相信程度，主要是認知層面的概念，指「認知的可信度」

（perceived credibility）（Meyer, 1988; O’Keefe, 1990）。在這個層面上，

它與可相信度（believability），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等概念相通

（Flanagin & Metzger, 2000）。同時，當以形容詞形式出現在credible 

media、credible news等用法中時，「公信力」又指媒體從業者自身的一

種訴求，不但包含著媒體從業者對於媒體社會責任的信念，也代表著

他們對新聞報道品質的實踐要求（蘇衡等，2015；Adams-Bloom & 

Cleary, 2009）。此外，在提及媒體公信力時，英文文獻中也常用到
public trust一詞。不過，周樹華、閻岩（2015）對相關文獻進行詳細梳

理後指出，把public trust（of the media）稱媒體「信任」比媒體「公信力」

更為合適，因為「信任」（trust）一詞有更深的哲學意涵，可以容納更加

多元化的理論探討，比如，「信任」有著多元的產生機制，可以基於屬

性、基於過程，或者基於制度；而媒體信任的類型也可以包括新聞內

容信任（trust of news content）、新聞記者信任（trust of news reporters）

和新聞機構信任（trust of news corportations）等層次。

中文文獻中的「公信力」概念的複雜性也不輸英文文獻。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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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信力」一詞由三個字組成：「公」、「信」、「力」，直譯為英文，

分別對應的是：public、trust、power。而由於「力」一詞具有多元語義

的特點，它亦可做「能力」（capability）、「影響」（influence）或「程度」

（extent）等不同理解，因此也分別賦予了「公信力」以不同的意涵。

在目前的文獻中，內地和香港學界多稱「公信力」（喻國明，2005；

張洪忠、張詩雨，2015；蘇鑰機、陳韜文，2014），台灣學界多稱「可

信度」（羅文輝等，2003；蘇衡等，2015）。此外，類似「信用」、「誠信」

等詞也是常見的用法。不同的用法分別有各自的側重點。台灣學者所

研究的「可信度」和香港學者所研究的「公信力」多取「認知公信力」

（perceived credibility）的意涵，其中的「力」主要取「程度」（extent）理解，

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為受眾調查。而內地學者所研究的「公信力」，通常

交織著公眾認知和媒體屬性兩方面的意涵，也即「力」取「程度」（extent）

或「能力」（capability）理解，論述的方式除了基於受眾調查數據的經 

驗分析，也有很多是對這一概念進行的思辨性闡述。比如，喻國明

（2005）認為，對於公信力的理解有「屬性說」和「關係說」兩種，屬性說

即「把大眾媒介公信力視為媒介本身的一種屬性，其核心是媒介的『信

用』問題」（p. 12）；關係說則「是將媒介公信力視為一種傳播過程的產

物」，表達的「更多的是媒介與受眾之間的一種關係」（p. 12）。江作蘇、

梁鋒（2009）認為，公信力這個概念具有「主客體二重性」，不僅是衡量

公眾信任的變量，也是指傳媒的客觀屬性，是「受眾和新聞媒介機構在

新聞傳播活動中表現出的一對關於公開、公平、客觀、正義、效率、

人道、責任的相互作用力——信任力和責任力」（p. 54）。而沈菲、張

志安（2012）認為，credibility在中文語境中應拆分為「公信力」和「公信

力評價」兩個詞來理解，前者指媒體表現，後者指社會對媒體的專業性

評價。

綜合中英文獻，我們在本文中將「公信力」定義為一個複合概念，

包括兩個維度的意涵，一個是內向維度（internal dimension），指媒體為

獲得大眾信任而進行的自我規範和自我要求，具體表現為媒體機構和新

聞工作者的職業倫理規範、新聞專業主義的申張、媒體社會責任的表達

等；另一個是外向維度（external dimension），指媒體向外連接社會和公

眾的訴求，具體表現為媒體被社會評價的方式和被大眾信任的程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3期（2018）

130

關於公信力的研究

公信力與一個社會的信息健康密切相關，因此從上世紀中以來，

關於媒體公信力的研究就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不僅在北美、歐洲，

而且在亞洲地區的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公信力都是學者們熱議的

問題。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主要可歸集為兩脈，一脈是從新聞實踐的

角度對公信力媒體和報道應該具備的特徵的探討，一脈是從公眾評價

的角度對媒體公信力進行測量和比較。這兩脈研究分別對應的正是上

文所定義的公信力概念的內向和外向兩個維度。

從媒體報道特徵的角度，美國學者 Jacobson（1969）早期研究指

出， 具有公信力的報道至少應包括真實性（authenticity）和客觀性

（objectivity）兩個方面。美國報紙編輯協會1985年提出的八大要素更是

被學界和業界廣泛採納，認為一個令公眾信任的媒體應該：（1）公平；

（2）不偏不倚；（3）完整報道；（4）正確；（5）尊重他人隱私；（6）注重

他人利益；（7）事實；（8）有良好訓練的記者（ASNE, 1985）。Gaziano

和McGrath（1986）進一步補充，有公信力的媒體不僅要正確、公平、

尊重隱私，同時還應該體現社會關切（social concerns）。

從社會評價的角度，學者的話題聚焦於對不同媒體形態以及不同

歷史時期的傳媒公信力的公眾認知進行監測和調研。這些研究，雖然

結論各有不同，但是大體描述了這樣一副圖景：（1）從媒介形態上來

看，在電視媒體與印刷媒體之間比較的話，公眾對前者的公信力評 

價普遍高於後者（Abel & Wirth, 1977; Carter & Greenberg, 1965; Gaziano 

& McGrath, 1986; Major & Atwood, 1997）；而在網絡新媒體與包括電視

和紙媒在內的傳統媒體之間比較的話，公眾對前者的公信力評價普遍

低於後者（Pew Research Center, 1996），不過隨著新媒體滲透的深入，

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公信力評價的差距在縮小（Johnson & Kaye, 

1998）。（2）從時間長度上來看，新聞媒體的可信度在最近幾十年來呈

總體下降趨勢。Zhang和Hao（1995）基於1973–1993年美國媒體公信力

調查的數據指出，在這20年間美國報紙和電視的公信力都呈現一條從

高到低的明顯下降曲線；皮尤中心的調研也顯示，美國民眾對新聞媒

體總體表現的負面評價在上升，2011年在其測量的12個指標上有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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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歷史新低（Pew Research Center, 2011）。同樣，在香港，蘇鑰機

（2015）的分析指出，香港民眾對當地新聞媒體的整體表現滿意度在

「九七」回歸之前達到頂峰，之後一直處於低谷，到2015年，滿意度淨

值已降到29%；而台灣的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新聞記者」的不信任

感在2002年有53.8%，而到2013年上升到了58.6%（蘇衡等，2015）。

在現有研究中，基於標準統一的傳媒公信力的跨國比較研究較為

缺乏，因此要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嚴謹的橫向比較有些困難。但

是，從零星的調研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民眾對於媒體的信任

度要遠高於上述國家和地區，民眾對於媒體「完全信任」和「基本信任」

的比例普遍達到八成以上，而對《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這樣的全

國性政府喉舌類媒體，民眾的信任度甚至高達九成以上（喻國明，
2009）。究其原因，這與中國的媒體體制、媒體被定義為政府和執政黨

的「耳目喉舌」的屬性，以及中國文化的特點和信任產生的過程、機制

不無關係（周樹華、閻岩，2015）。

公信力與新聞業

公信力是新聞業建立自身倫理規範的參照，也是新聞業連接與社

會和公眾的紐帶。對於媒體機構和新聞工作者來說，公信力的重要性

毋庸諱言，可謂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建立專業權威（authority）、獲得

社會正當性（legitimacy）的重要來源。從這個角度來說，公信力是規範

新聞理論的核心概念。

公信力直接指向的是新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和邊界工作

（boundary work）的命題。雖然關於新聞是否構成一個專業，學界一直

爭論不斷，但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新聞至少是一種「類專業」（semi-

profession），具備一定的專業性，並存在相對穩定的邊界（Carlson, 

2015），而這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公眾的認可和授權。因為不同於律師、

醫生等典型專業，新聞這一行業並沒有嚴格的執照制度控制，接受專

業的新聞教育並不是成為記者的必要條件，獲得記者證也並非進入這

個行業的必須門檻，其權威的獲得、專業地位的建立和社會正當性的

來源主要靠社會共識的達成。如Ward（2005）所說，這其實是記者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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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機構與其面向的公眾群體之間存在的一種「無形的契約」。

這一新聞規範理論試圖建構這樣的圖景：新聞向公眾提供關於社

會現實的真實、可信、平衡、公正的報道和解讀，公眾報之以注意

力、信任度以及最為現實的購買和閱聽行動，新聞業得以存在於一個

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中。然而，這一平衡即使在新聞業最健康的時

期，或Hallin（2000）所稱的新聞專業主義的「現代主義盛世」（high 

modernism）時期也屢屢罹難，在當下社會更是面臨困境。

同時更加不可忽視的是，不少研究已經切實指出，雖然在規範 

新聞理論的視域中，新聞媒體更多的是被當為一項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但在具體的實踐中，新聞同時也是一門生意（business）。同時

作為公共服務和生意部門存在的媒體本身就存在著固有的內在矛盾，

使得其始終處在服務於「他利性」的公共利益與服務於「自利性」的企業

利益之間的衝突中（Davis & Craft, 2000; McManus, 1992）。

如果說在媒體的生態系統處於相對平衡狀態時，這種矛盾和衝突

尚是隱性、可控的，那麼當系統的平衡受到威脅之時，尤其是在報業

危機論甚囂塵上的當下，這一矛盾和利益衝突更為加劇，生意經營邏

輯淩駕於公共服務邏輯之上的情況經常發生（Siles & Boczkowski, 

2012）。皮尤中心發布的2004年調研報告曾指出，66%的美國記者認為

市場壓力和對利潤的追求是傷害新聞質量的主因，該報告還引用一位

媒體機構副總裁的話說：「新聞現在越來越像生意運作……雖然新聞以

前也一直與生意脫不開干係，但現在生意越來越成為新聞日常運作中

的主要考量因素。」（引自Geary, 2005: 10）。而在這一過程中，媒體 

因踐行社會責任和服務公共利益所獲得的名望（name）、樹立的品牌

（brand）、積累的聲譽（reputation）等被認為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資本和

經營性資源（Deephouse, 2000; Klewes & Wreschnoik, 2009）。也就是

說，傳媒公信力，這一本來支撐媒體公共服務理想的支柱，在傳媒生

態環境發生變化、尤其是經營危機出現的時候會更為顯性地成為媒體

謀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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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背景和問題

如上所述，作為維繫媒體核心價值和倫理的支柱，公信力在傳媒

生態系統平衡遭遇破壞的時刻，因媒體本身固有的服務於社會還是服

務於市場的矛盾，極易成為公然的、顯性的營銷工具。但是公信力究

竟如何被當作營銷工具來使用，現有中英文文獻中的具體研究都非常

缺乏。本文的目的正在於從經驗性研究的角度補充這一缺失。本研究

具體聚焦的是中國內地媒體。中國內地媒體當下所發生的正是這樣一

個生態平衡被打破的時刻，這為我們研究媒體公信力的市場化運作提

供了絕佳的觀察窗口。

雖然中國內地媒體因其特殊的政治特點有著與世界其他媒體諸多

迥異之處，但是在面臨新媒體技術衝擊時，它們也遭遇著與全球媒體

同樣的困境。新媒體的到來不僅僅意味著技術手段的變化，新聞生產

方式、呈現方式和接受方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新聞業所在的生態環

境也相應地發生變化。而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在面對新媒體技

術衝擊時，最致命的影響是其賴以生存的傳統的經濟模式發生了動

搖、甚至垮塌。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內地媒體廣告收入的拐點出現在
2011年，發行量拐點出現在2012年。國家新聞與廣電出版局的報告

（GAPP, 2010–2016）顯示，從2012年以來，內地報紙的零售市場連年出

現下跌，當年全國跌幅3.09%，2013年達10.83%，2014年達到15%，

而進入2015年以來，全年內地報業總體廣告收入同比下降幅度高達
35%。GAPP在發布報告時，毫不諱言內地報業面臨「全方位深度下

滑」，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15）》

提到紙媒時，甚至稱其為「斷崖式下滑」（崔保國，2015）。

這一狀況對新聞的影響是深遠的。過往研究顯示，遭遇經濟困難

的媒體要比未經歷經濟困境的媒體更易產生服務於公共利益還是服務

於商業利益的衝突，並在操作上更傾向於向後者傾斜（An & Bergen, 

2007; Soley & Craig, 1992）。體現在新聞生產方面，報業經濟的下滑給

媒體帶來更為嚴重的廣告商壓力（advertiser pressure），媒體妥協的結果

往往是廣告內容與新聞內容之間界限的模糊（Peeler & Guthrie, 2007）。

學者曾指出的營銷型信息（infomercials）、廣告型新聞（adverto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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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植入（product placement）、公關型新聞（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

的突出增長均與此有關。

同時，處在新聞生產兩端的記者和公眾群體也發生了變化。在記

者一端，相關研究顯示，當曾經慣於較高利潤期待的媒體機構面臨既

有的商業模式難以為繼時，其在新聞製作和人力資源投入方面均收

緊，讓很多人感到難以適應（Meyer, 2004; Gade, 2008），記者的職業倦

怠感（burnout）越來越強（Reinardy, 2011）。同時，就公眾一端而言，在

互聯網崛起的環境下，點擊量、粉絲量成了支配性指標，新聞的商業

化趨勢更加突出，新聞經歷著如Hallin（2000）所說的從公民模式到消

費者模式的轉變，相應地，原來的「公眾」變成了現在的「用戶」，新聞

與公眾之間的關係也更深地偏離了公共服務的理想狀態，而被市場交

易的邏輯所壟斷。

基於此，圍繞「公信力」這個概念，本文提出兩個具體的研究問題：

（一）「公信力」的市場化在中國內地媒體是如何體現的？其實現途

徑主要有哪些？

（二）不同媒體的實現途徑存在甚麼樣的差異？尤其是，市場化媒

體與黨報之間，以及不同經濟狀況媒體之間分別有何不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調研和深度訪談。基於中國內地報業集

團的現有層次（全國性媒體、地方性媒體）、地域分布（經濟發達地區，

如東部沿海省份；經濟欠發達地區，如中西部省份）和報紙類型（黨

報和市場報），從2016年初至2017年初，筆者採用分層抽樣的方法選

擇 6家報業集團（報社）進行調研，在每家報業集團（報社）調研兩

份報紙，黨報和市場報各一，採訪對象包括報社管理層、經營部門

和一線採編人員，訪問對象總計92人。

在訪問進行之前，筆者均向訪問對象解釋此次調研的目的所在，

並獲得採訪、錄音或引用的同意。出於研究倫理的考慮，本文對被訪

者及其機構統一匿名處理，分別以內陸A報、B報、C報、D報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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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沿海R報、S報、P報、Q報等指代所訪問的媒體機構；而訪問對象

分別編號為A1、A2、A3……B1、B2、B3……R1、R2、R3……，以

此類推。所訪問媒體的類別、人數和編碼方式見上表一。

此外，資料研究是本文的輔助研究方法。筆者在每次訪談之前和

之後都通過數據庫和公開網絡資源搜集訪問對象及其所在媒體的相關

數據，包括行業雜志上刊登的文章、微信公眾號文章、採訪對象的公

開演講、公開撰文、媒體訪問、媒體報道等。對這些內容的搜集不僅

提高了深度訪談的效率和敏感度，同時也為受固定時間和固定空間限

制的深度訪談提供了富有延伸性的信息補充。

研究發現

伴隨著新媒體的崛起及相應的技術、社會和文化環境的變化，加

之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總體放緩的大趨勢，內地媒體機構也面臨

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媒體改革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境。在筆者訪問的

六家報業集團中，每一家都遭遇了整體營收的大幅下滑。下滑的領域

主要體現在報紙的廣告收入上，相對於高峰時期，這些報業集團廣告

下滑的幅度最少的有一成，而最大的下滑幅度達五成以上，比「腰斬」

更為嚴重。廣告下滑幅度的大小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地域，位處沿

經濟欠發達地區（內陸）

經濟發達地區（沿海）

黨
報

巿
場
報

表一　訪問的媒體類別、編碼和人數

A報（8人） B報（9人）

C報（9人） D報（10人）

E報（7人） F報（7人）

R報（8人） S報（10人）

P報（8人） Q報（7人）

M報（4人） N報（5人）

註： A報與B報、C報與D報、E報與F報、R報與S報、P報與Q報、M報與N報分別為同屬

一家報業集團的黨報和市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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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經濟發達地區（同時也是互聯網滲透率更高的地區）的報業集團，普

遍比位於內陸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也是互聯網滲透率略低的地區）的

報業集團下滑幅度大；二是對市場報的依賴程度，越依賴市場報廣告

收入的報業集團，總體廣告收入下滑的幅度越大，而在黨報收入佔比

高的報業集團，總體廣告收入下滑的幅度也會相對較低。在筆者訪問

的這六家報業集團中，幾乎每一家都呈現兩個不同的經濟故事：集團

的黨報巋然不動甚至略有增長，而集團的市場報跌跌不休屢創低點。

同時，我們的調研顯示，處在新媒體技術衝擊和經濟下滑壓力下

的當下中國內地媒體，一方面普遍感到受眾群體的變化，擔心失去公

眾信任，意識到保持和建設公信力對自身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公信力又被很多媒體管理者視為目前其手中最重要的可支配資

源，傾向於對公信力的市場潛力進行挖掘，將其作為一種營銷工具來

使用，以圖挽救媒體的經營性危機。

具體來說，我們將內地媒體機構的公信力營銷歸納為三種主要形

式，即：組織架構的市場化、收入來源的公關化、採編角色的經營化。

組織架構的市場化

為了應對新媒體技術挑戰和傳統媒體經濟下滑態勢，中國內地報

業集團的內部組織架構在主動、悄然地發生變化。這些變化首先體現

在新媒體部門的設立上，幾乎每一家報業集團都在原有的採訪、編

輯、廣告、行政等傳統部門之外增設了「新媒體中心」、「新媒體部」、

「融合媒體部」之類的部門，而且這些部門有不斷擴張之勢。但與此同

時，很多報社也在對其原有的採編和經營部門進行重組和改造。如果

說新媒體部門設置主要是應對技術環境變化的話，那麼對傳統的採編

和經營部門的調整則是直面經濟困境的措施，而且這些措施旨在使媒

體機構更全面、更便利地將媒體公信力營銷出去，從而實現其市場價

值。這一趨勢在經濟狀況更為窘迫的市場化媒體更為突出；同時，相

對於內陸媒體來說，廣告、發行等經濟指標下滑得更多更快的沿海地

區市場化報紙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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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陸市場化報紙B報，有一個新增設的部門叫「項目部」。「項

目部」成立的背景是該報經營狀況面臨困難，傳統硬廣日漸減少。

因此，通過「項目部」的成立，該報希望盤活資源，將報社部分板

塊的採編和經營合並起來，從而讓新聞和廣告同步進行。該部門的

負責人如此解釋：

我們這是剛剛組建的部門，你來這裡可能已經看到了，辦公環

境還比較亂，我們其實剛剛才換到這個辦公室。現在我們總共

有14個人，分為房產項目組、餐飲旅遊項目組、金融項目組、

汽 車項目組，我們既做內容，也做廣告，主要目的是營收。

現在其實感覺就像承包田地一樣，我們承包這些版面，自營

自收，給報社交「租金」，報社給我們下達了一年一千多萬廣告

收入的任務，就是說，包了這些地就要有這些收成，我們現在

愁的是怎麼做出這一千多萬。（B6）

這位負責人用「承包」的比喻來形容他所主持的這個新部門與報

社的關係，表現出隨部門調整而帶來的工作方式的變化。項目部的

員工，大部分都是從原來的記者、編輯調整而來，B6本人在來這個

部門之前，曾經是很長時間的新聞編輯，而其他人有的來自副刊類

部門，有的來自記者站，有的來自新聞部門。不管原來背景如何，

來到這個部門，他們都被要求「能採能編，還一定 要會做經 營」，

因為這個部門生存的方式是「讓經營和版面充分結合，做新聞不是我

們的最終目的」（B6）。至於如何結合，該部門一位編輯以當天的房地

產版為例向筆者解釋：

今天我們做的是××地產的廣告，半版廣告再配半版報道，報道

主題是城西的市政規劃和分析，裡面你看不到××地產，我們不

提名字，但是如果你是這個地方的人你就知道，××地產這個項

目就是在城西，而且是近期那裡開賣的最大一個樓盤，在城西

是標志性的地產項目。所以，我們做這個報道之前就會去找它

談，說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新聞，它自然會給我們投放相應的

廣告，所以我們就用這半版報道帶起了半版廣告，這是一個巧

妙的結合。（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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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市場化策略在其他媒體也不鮮見。與B報做法相同，內

陸市場化報紙D報也新近成立了類似部門，共有員工約 30人，規模

比B報「項目部」更大，員工也都是從原先的採編部門抽調而來，之

前並無經營經驗。該部門的負責人原來是該報一名資深記者，如今被

報社委派了這個新任務，帶領一群人「探索怎麼讓新聞與營銷有效地

結合起來」（D5）。他選擇的方式是「做活動」，比如春季組織全市居民

進行「最美庭院」的評比活動，三八婦女節期間組織「最  美  媽  媽」評

比，高考期間組織「大學博覽會」，還有常年不斷的「車展」、 「房

展」等。在這位負責人看來，這些活動的組織，一方面迎 合了市民

的生活需求（比如「大學博覽會」讓考生和家長獲得充分 的大學招

生信息）；另一方面給予商家展示產品的機會（比如通過「最美庭院」

的評比植入園藝、家居產品廣告）；也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政府的工作重

點（比如「最美媽媽」評選體現了政府目前正在倡導的「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教育）。因此，他認為至今為止他這個部門所做的「活動」

都算是「成功」的，而成功之處就在於將報紙的公信力營銷了出去，獲

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之所以我們做這些活動能成功，是因為我們是本市影響力最大的

一份報紙。我們手頭掌握的資源是市民對我們的信任，而這個正

好就是現在一些商家所需要的，我們通過組織這些活動，等於搭

了一個台子，讓商家與市民對接。我們用我們報紙的名義去做這

些活動，跟一些市面上的廣告公司去做，效果是不一樣的。我們

報紙最大的優勢是公信力，市民會認為從我們這裡出來的東西不

會有假，是有信譽保障的，而且即使萬一出了甚麼問題，市民也

認為我們報紙是能為他維權的，而一個普通的廣告公司做不到這

些。（D5）

從D5的這番自我論證中，我們可以管窺到市場、媒體與大眾之間

圍繞公信力所進行的某種博弈。市場借助媒體的公信力擴大自身影

響，媒體借助公信力獲取利潤，大眾因媒體的公信力而對其報以信

任，三者仰賴於公信力而聯結到一起。但是，D5的訪談也顯示出，一

方面媒體人深知公信力乃媒體與市場、大眾的橋接，也是媒體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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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眾面前的價值所在；另一方面，媒體人視這種橋接為實現利潤

而非實現公共服務的方式。也正因此，媒體人對媒體的定位是以廣告

公司而非規範意義上的社會雷達或輿論監督工具來作為自身類比和參

照物的。

如果說位處內陸地區的B報和D報所進行的組織架構的市場化調

整還主要限於商業領域的話，那麼，在經濟形勢更為嚴峻的沿海地區的

S報，這一市場化調整策略則更加深入。作為一家市場化媒體，S報從

2014年以來廣告和發行均遭遇重創，為了求生存，該報不得不進行內

部組織結構的調整，試行採編與經營合一的運作方式。與內陸B報、

D報一樣，首先進行合一化運作的是房地產、汽車、旅遊等一向與廣

告銜接密切的領域，每個領域成立一個縱向的部門，將編輯、記

者、廣告、 經營、行政等人員統一劃歸其中，新聞、廣告、創收

統一管理，操作方式與B報、D報的做法類似。在這樣試行了一段時

間之後，該報感到效果還可以，於是進一步嘗試擴大採編與經營合

一化運作的範圍，將其延伸至傳統新聞領域，比如教育新聞、醫療

和公共衛生新聞等。該報一位訪問對象說，雖然報社內部對於合一化

運作有不同意見，但是考慮到目前的經濟困境，這也是不得不為的權宜

之計。他說：

按道理，採編和經營一定要分開，尤其是在硬新聞這一塊。但

最後報社還是覺得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S2）

不難看出，所謂的「合一化」調整的背後是「生存」的憂慮，媒

體認識到，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最便捷、最直接地對接市場。儘管S2

意識到採編與經營分離的傳統新聞倫理的重要性，但在巨大的生存

危機面前，最終還是接受了將調整的觸角延伸到傳統的「硬新聞」領

域，實行採編、經營合一的運作方式。這種運作策略的背後，也是基

於對媒體公信力作為可變現資源的認識。

如該訪問對象所言，跑「硬新聞」的記者如果有一點做經營的能

力，其實比起純粹的經營人員更有優勢，因為在他們手中，上有接

近政府機關和公權力的機會，下有普通民眾的信任，是威風的「無

冕之王」，所以，如果他們經營一下手頭的資源， 還是能為報社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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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切實的收益的。同時，在他看來，「在目前這樣的大勢前面，這

也是對報社負責的表現」（S6）。顯然，在他的說法中，記者要負的責

任不是規範新聞理論中所指的「利他性」的社會責任，而是對其服

務的媒體機構的「利我性」的經濟利益追求的責任。此責任與彼責任

的混淆正是該報對組織架構進行市場化調整的結果之一。

調整後的組織架構，按照一些媒體機構的流行說法，實行的是「垂

直化」管理，即按照報道或經營領域的不同來縱向劃分部門，每個部門

採編與經營合二為一，而不是以往的將採編部門與經營部門分開管理

的方法。伴隨這一組織架構調整的是，採編與經營之間的防火牆模糊

甚至被拆除，公信力從目的和依托成為工具和手段，為新的報業盈利

方式的實現創造了空間。

收入來源的公關化

與組織架構調整密切相關的是新收入來源的開掘，這也是當下一

些報業集團進行組織架構調整的目標。新收入來源開掘的方式不再是

以往那樣坐等廣告商上門，而是以媒體公信力為依托，更加主動地針

對手握資源的政府或商業機構展開公關。

收入來源公關化的第一個對象是政府。儘管規範理論視野下的新

聞倫理素來強調媒體與政府保持距離以恪守行業獨立的必要性，但

中國媒體一向與政府關係緊密，再加上廣告形勢今非昔比，政府成

為媒體的公關對象也便不足為奇了。

對黃金時期的內地報業集團來說，當之無愧的廣告金主是房地

產、汽車。但如今，且不說房產、汽車本身的廣告投放需求在减少

，即使有廣告投放，其優先平台也變成了網絡。在這種情況下，很

多媒體不得不轉向政府尋覓商機，如沿海P報業集團一位經營部門負

責人所說：「我們現在對政府廣告這一塊期望很高，現在商業廣告都

靠不住，政府的錢才是穩定的。」（P3）

在政務廣告上，不同地區和不同經濟形勢的媒體之間並無太大區

別，而且，不管是黨報還是市場報都同樣重視這一塊。儘管如此，憑

藉自身的特殊地位，黨媒做起政府公關來往往比市場報更「成功」。

這些媒體機構之所以寄望於政府的廣告機會，一個原因是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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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所擁有的公信力為政府機構所看重，也是地方政府需要的資

源，從而成為可以交換的商品，成為媒體的利益之源。比如，內陸C

報報業集團明確將政務廣告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來培植，並將這一策

略同時貫徹於其旗下黨報和市場報。該集團的一位負責人這樣說：

我們報紙有很好的品牌資源，這就是我們的影響力，利用這個資

源，我們搞了好幾次全媒體採訪，（本省下屬的）主要地、市都

走了一圈，報道了一圈。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跟當地的黨政負責

人說，我們可以給你做好報道，把你這個地方的形象通過我們的

黨報、市場報、網絡、客戶端、微信等各個渠道進行全方位的展

示，在報道之餘，你再投放一些形象廣告，我們可以這樣合作。

他們一般也都很歡迎這樣的合作。（C4）

與地方黨政機構的這種「合作」在該報業集團已經成為一種有

效的經濟模式。到現在為止，該報已經與2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

合作，利潤效果顯著，「如果這樣的操作常規化的話，我們每年的收

入就有保證了」。而這樣的「合作」之所以可行，也因為地方政府部門

有強烈的政務廣告的刊登需求。在同類的政務經濟增長快速的內陸A

報報業集團，該報一位經營人員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我們政務廣告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基層各地政府需要向上級

黨委傳遞一些信息，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表態，或者是彙報，那

麼黨報實際上就是幹這個事情的很好的平台。（A4）

可以看出，無論是A報業集團還是C報業集團，政務廣告的拓展

機會主要是由媒體與政府的親密關係賦予的。我國媒體體制的特點決

定了政府與報紙之間不是Hallin和Mancini（2004）所說的平行關係

（parallelism），而是李金銓、何舟、黃煜（Lee et al., 2007）所說的代理

關係（clientalism），因此，報社和地方政府在政務廣告的索取或投入

上，可謂互利互惠，從而形成一種利益一致的共同體。

當然，在同一集團內部，不同性質的報紙對政務廣告的吸引力是

不同的，黨報的優勢要明顯強於市場報，正如一位編輯所說，「黨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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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直接送到各級黨政一把手辦公桌上的報紙，市場報是不會送到一

把手辦公桌的」（M6）。而各級地方政府最在意的就是上級一把手對自

己業績的關注。因此，黨報在這方面得心應手，而市場報的空間則不

太明朗。但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報會放棄政務廣告。沿海市場報Q報的

一位經營人員說，市場化媒體開拓政務廣告的可能性在於其在過去報

業黃金時期積累的公眾信任，借助這一被公眾信任的媒體平台，政府

的信息可以更加有效地到達群眾之中，而這給予了市場化媒體與政府

協商廣告機會的籌碼。他說：

說實話，市場化媒體以前做報道是得罪了很多政府部門的。但是

媒體手上的確有一些東西是他們想要的，這就是我們在普通市民

心中的影響力。媒體是寫報道的，總會有點威懾，做得好的我表

揚你，做不好的我監督你，政府部門也很聰明，他希望你儘可能

多地表揚他，儘可能少地監督他。所以他不能不跟你搞好關係。

但是媒體也知道，即使他在你這裡做了一些廣告，你也不可能說

不做他們的負面新聞了。但是，他們心裡也清楚，萬一他發生了

負面新聞的話，作為報紙的廣告客戶，至少在報社內部，他能找

到人說上話，能有個溝通的機會，這樣總比完全沒有的好。（Q5）

作為市場報的Q報開拓政府廣告的方式，明顯地與作為黨報的A

報、C報有所不同，其依託的不是政府對報紙的信任，而是公眾對於報

紙的信任以及政府對這種信任的青睞和試圖利用。這讓Q報的營銷方

式在某種程度上有著「攜天子以令諸侯」的意味，即以公眾對媒體的信

任和對其監督功能的期待來威懾公權力部門，逼迫其拿出其手中的資

源，尤其是目前對市場化報紙來說至關重要的經濟資源來進行交換。

當然，政府廣告只是媒體開拓新經濟來源的其中一個方面。在此

之外，公關的第二個對象是所謂的「非報產業」。目前對很多報業集團

來說，報紙的廣告收入已不是其主要的經濟支柱，提供經濟支撐的越

來越變成媒體機構所稱的「非報產業收入」或「副業」。但與「主業」相同

的是，取得「副業」收入也需要仰賴於報紙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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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A報集團一項引人注目的「非報產業」是電子商務。該報負責

人稱這項業務開展得很成功，每年能為報社帶來可觀的收入。談起為

何能夠開出這樣一個看上去跟報業沒有關聯的公司， 該報業集團一名訪

問對象說，這跟報社的「特殊資源」分不開，而這個特殊資源就是報社

的口碑：

現在我們報社應該說在這個城市的影響力還可以，就是說我們的

口碑還不錯，借助這個口碑，我們一方面能夠跟商家談，你進入

我這個平台可以，但我要對你的服務提出要求，你要規範運營，

包括你的服務流程、收費標準、售後等，你必須是良心企業，跟

報社的形象相匹配。而顧客，他到報社經營的平台買東西他也放

心，他知道如果出現投訴的話，報社是要來解決的，報社解決，

除了退貨賠償，我們還是媒體，絕對不會讓用戶有損失。（A6）

雖然電商公司不是報社，但是以報社名義開辦的電商公司卻可以

分享報社所擁有的社會信譽，用A5 的話說，這是「報社的影響力的延

伸」。同樣的邏輯，更多的報業機構在開拓物流、旅遊、家居等與城市

生活服務有關的「副業」，方式略用不同，但同樣也是對報紙多年來所

積累的公信力的一種變現。沿海市場化報紙Q報的一位高層認為， 現在

的報紙尤其是都市報，做新聞已經沒有出路了，必須轉向，方向之一

是做城市服務。在他看來，報紙做服務有報社的公信力做背書， 有著其

他純商業機構所沒有的優勢：「老百姓的家門，你一般人敲他不開的，

但是你說××報來了，他會開門的，別人他不信，但是我們他可以相

信。這是我們最好的資源。」（Q7）

同樣，在內陸市場化報紙D報一位負責人看來，現在的媒體機構 

並不一定要做新聞，做新聞是當時基於新聞業的贏利狀況良好態勢下 

的選擇，是一種理性的市場行為；而當新聞不能掙錢時，媒體應該找其

他的合適產品。他說，媒體本質上是一個公司，不必受過多的羈絆。

「只要有經濟效益都該做，沒有甚麼不能做。」（D8）。而在沿海市場報
S報，該報管理者並不諱言，報業機構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公關公

司」，只不過是有著特殊資源的「公關公司」，這個特殊資源淺層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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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指「報紙的品牌」，深層次的意思即為「媒體公信力」，如S報一位

經營負責人所說：

我們越來越體會到我們其實應該是一個公關公司，但是我們不是

去做一個普通的公關公司，我們沒有必要去搶別人（那些普通公關

公司）的飯碗，我們要發揮自己的特長，而對我們來說，我們報紙

的品牌是最容易變現的，我們應該用它去打造一些對客戶真正有

用的東西。（S5）

不難看出，在經濟下滑的形勢下，內地報業機構的普遍性選擇是逐漸

從「做新聞」的機構轉向「做公關」的機構，逐漸從做好「主業」轉向多面

向的「副業」，管理的思維不再是社會效益優先，而是經濟效益優先；

主要處理的關係不再是與「公眾」的關係，而是與「客戶」的關係。而在

這一轉變中，報業機構不管是在意識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牢牢抓住

的都是媒體機構所擁有的「特殊資源」，即公信力，以此作為背書來實

現一系列的轉向。

採編角色的經營化

為了順利實現公信力營銷，媒體機構在重新架構內部組織結構和

轉換管理思路之外，也在逐步推動採編人員角色的經營化調整。

儘管不同媒介體系中新聞規範的內涵不一而足，但共識較強的一

點是，採編與經營之間應有一道防火牆，越厚實越好，越能保證新聞

運作的自治性。但在報業經濟下滑的當下，這道防火牆面臨的不只是

厚實不厚實的問題，而是有與無的問題，因為採編工作者正在逐漸吸

納經營性角色，甚至向其徹底轉向，兩個角色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

模糊。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這種採編與經營角色之間的模糊在市場報甚

於黨報，在經濟形勢差的媒體甚於經濟形勢稍好的媒體。而其推進的

動力，既來自媒體高層管理者自上而下的策略性要求，也來自於採編

人員自身主動的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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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市場報S報，伴隨著採編和經營合一化的組織結構調整，

該報管理層明確提出希望採編團隊的「潛能」被激發起來，而這個潛

能主要指的是「創收潛能」。如何做到，該報一位訪問對象舉例說：

比如我們跑政府部門的記者，有很多東西他可以做，他應該把

自己看成是一個內容提供者，而這個內容不僅僅是新聞，也可

以是營銷、廣告文案。他只要不違背底線，協助一下經營是無可

厚非的。（S3）

在這位訪問對象看來，記者工作應該更寬泛地定義為「內容提供者」

或「文本提供者」，而不是狹義的「新聞提供者」，而「內容」或 「文

本」可以是新聞，也可以是廣告或營銷方案。他認為，在當下環境

中當記者應該有這樣的彈性，只要是為了與報社同舟共濟度過經濟

難關，做新聞報道還是做文案策劃或者做公關遊說，都應該能夠適

應。同時，為了鼓勵記者參與經營，該報還出台了激勵制度，如果

採編提供了經營線索或者推動了一些廣告合作，報社會給予一定的

獎勵，而當問及此舉是否會遭遇記者的抗拒時，這位訪問對象說：

現在記者們不這樣不行，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現在不景

氣，報社沒有版面發稿，如果不通過這個辦法，他的工資都發不

出來，現在做記者不能太理想化。（S3）

在要求記者不要「太理想化」的同時，一些記者也被要求向採編與

經營結合的方向「轉型」。位處經濟發達地區的市場報N報一位經營負

責人稱，最近他們成功吸納了該報一位知名記者加入營銷隊伍，該記

者對外仍稱「N報高級記者」，但在內部，寫稿已經不是他的主要任務，

他的主要任務是「創收性新聞策劃」。這位負責人對該記者的轉型表

示很滿意：「因為他長期跑政府口，比較瞭解大政方針和領導意圖，

一些策劃方案做起來得心應手。最近他出手了一些項目，做的效果大家

一致覺得很好。」（N5）

在管理層看來，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最好的記者同時也應要是好
公關，或者如一位訪問對象所言，「現在報社要的是有用的記者」，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3期（2018）

146

「有用」指的不是社會之用，而是功利之用：

做一個有用的記者，就是說他做的事情要符合現在報社的需要，

他帶來的價值不僅僅是把信息拿來報社，報社再拿來告訴公眾，

這種方式已經過時了，現在他要能夠整合資源，給報社帶來利

益，比如能找到一些有招商潛能的線索，所以現在我們要求記者

成為一個綜合性的人才。（D2）

不過，經營人員與採編人員之間的衝突也在所難免，很多媒體

過去一直強調的是採編為先、為本，如今卻走向經營為先、為本，

轉變的過程難免伴隨著抵抗，很多記者發現難以適應經營的要求，

在理念上也並不認同介入經營類工作。

S報一位主管採編的負責人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說他最初堅持認為

採編與經營一定要分開，但是後來為了配合其所在報社組織結構的變

化，他對其屬下的記者也會提出一些調整性的方法， 要求記者即使

不直接參與經營，但是如果知道可供經營的線索，要及時反饋到報

社，讓非採編人員進行營銷，畢竟「想想看也是，記者每天接觸的其

實都是各種潛在的客戶」（S4）。

採編角色的經營化轉向，除了是媒體機構的管理策略調整所導致

的自上而下的影響之外，同時也是一些記者本人在當下從業環境中的

一種主動選擇。沿海地區的黨報R報一位記者對筆者說：「我們做新聞

無非是兩個原因，一個是理想，但是現在這樣的環境，不可能給你實

現甚麼理想；另外一個就是實際點，一份工作吧，既然理想實現不

了，不如就追求實在一點的東西。」（R8）在他所在的報社，最近一兩

年採編工資下降得厲害，尤其是新來的記者，工資更是低得可憐，除

了數百元的基本工資外，其他都靠稿費生存，「光靠寫稿的話，一個月

下來真的連自己都養不活」（R8）。所以，記者們更多的精力其實是在

「拉廣告」。

在此情況下，少數媒體甚至蔓延著「全員營銷」的氛圍，編輯記

者在日常的新聞報道之外寫「專題」、「拉廣告」十分普遍。在同樣

是黨報的內陸地區的A報，報社專門為從事這些營銷活動的採編人員

設置了一些報社級別的獎 勵 項目。這意味著採 編 從事經營在該 報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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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的。對於這種「全員營銷」的做法，媒  體管理者雖感到稍有不

妥，但是態度又比較模糊。比如，A報的一位負責人雖然很清楚地

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是在打一個紀律的擦邊球，所以對這個事情不

能太強調，如果太強調的話，大家全撲到這個事情上來，就有有償

新聞的嫌疑，這就違反規定了」（A8），但在實際操作中又是抱著不得

不如此的態度，因為「很多資源掌握在記者手中，尤其是地方政府、

企業的資源都在他手裡，有很多東西廣告人員是做不了的，只有記者

能做」（A8）。

而這種氛圍對一些媒體工作者造成了切實的困擾。沿海Q報一位

高層說，他現在每天都處在焦慮之中，他以前主管報社的重點採編部

門，但是他現在負責的內容不再僅僅是採編，同時也包括經營。他

如此形容這一工作的變化：「以前每天睜開眼睛最關心的事情是，今

天報紙上的新聞做得怎麼樣；現在每天睜開眼睛最關心的事情是，

今天有多少收入進賬」（Q5）。對他來說，昔日相對純粹的採編內容

管理者如今要通盤考慮採編與經營，不僅要用專業思維來做新聞，

更加需要用經濟思維來權衡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如何嫻熟地

遊走於這兩種思維之間確實是一種挑戰。

同時，一些記者在這一行業中也不再能夠獲得職業自豪感和價值

實現感。內陸一位報社記者曾經負責該報的一個訪談欄目，借助這

個欄目，他得到了很多職業榮譽。但是，他坦言最近一年來已經幾

乎不寫稿了，原因在於在目前的環境下，他無法按照自己的職業標

準來寫稿，對他所主持的欄目也失去了自主權，訪談誰、怎麼訪談

不是由他說了算，而是按報社的統籌需要，而報社的需要通常是配

合經營任務來進行一些與潛在的廣告客戶的訪談，而這不是他所感

興趣的。所以，他現在基本不去報社上班。

討論與結論

Blumler（2010）認為，新聞業一直靠兩條腿支撐前行，一條是經濟

層面的「存在性的腿」（viability leg），一條是社會層面的「公民性的腿」

（civic leg）。那麼，作為一系列新聞業核心價值和倫理規範的維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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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可謂是新聞業的公民性支柱，至少在規範新聞理論的視域中如

此。但是在現實中，新聞媒體承擔著多重社會角色，它既是一個經濟

性的盈利機構，也是一個公共性的服務機構；前者要求它服務於利己

性的企業利益，後者要求它服務於利他性的社會利益。這種雙重角色

的同時存在不可避免地置新聞業於固有的內在矛盾中，使得新聞業在

運作過程中面臨著這兩種利益之間衝突的日常化、結構化。而隨著新

媒體的夾擊，這種衝突在媒體現實中表現得更為尖銳、突出。也正是

在這種角色衝突的大背景下，對公信力進行營銷成為現下中國內地媒

體機構的慣常策略。如果說在媒體經濟健康發展、媒體生態系統相

對穩定的時候，公信力營銷尚只是隱性「潛規則」的話，那麼當媒

體經濟出現較大危機、媒體生態平衡難以為繼的時候，公信力營銷

就不再是「潛規則」，而是成為媒體運作中的顯性的、公開的「明規

則」。

基於對六家媒體機構進行的田野調研和深度訪談，本文發現，媒

體機構實現公信力營銷的策略是一個全方位、大範圍、系統性的工

程，涉及從管理層到普通編輯記者、從理念價值到日常實踐各方面

的改造。具體而言，本文將其歸納為三個層次，即：組織架構的市

場化、收入來源的公關化、採編角色的經營化。

（1）組織架構的市場化。不管是在內陸的B報、D報，還是在沿海

的S報、Q報，這種對組織架構進行市場化調整的的做法背後，都是

傳統新聞業在遭遇新媒體挑戰和經濟困境中試圖營銷公信力以實現

利益追求的表現。公信力本是媒體機構安身立命的基石，也從而成

為新聞核心價值的維繫要素，但是在當下環境中，內地媒體卻將基

石作手段，首先就從組織架構的層面上通過部門的調整，保證對經濟

利益的追求從內部結構上成為可能。

（2）收入來源的公關化。公關的對象一類是政府，旨在瞄準政務廣

告；一類是商業機構，也即原來的廣告商，旨在實現從為其刊登廣告

的商業模式向為其提供公關服務的商業模式轉變。何舟曾將改革開放

之初的中國媒體稱為「黨的公關公司」（party publicity Inc.）（He, 2000）；

進入90年代以後，李金銓、何舟、黃煜發現，黨的公關公司正呈現集

團化之勢（Lee et al., 2006）；而本文的案例則說明，進入2010年代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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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衝擊和傳統商業模式崩潰的新形勢下，中國媒體不僅進一步強化

了其作為黨的公關公司的屬性，同時其公關範圍已經擴張到商業領

域，成為政治和商業雙重勢力的公關公司。

（3）採編角色的經營化。中國內地媒體對編輯記者的要求從採編優

先在向經營優先轉變，採編與經營之間的角色界限在模糊。這種轉向

既體現在媒體管理者價值理念的重構上，也體現於其對採編雇員角色

任務的重新定位，同時也是一些編輯記者在當下從業環境中的主動選

擇。這種角色轉向固然使得編輯記者成為媒體管理者眼中「有用」、「負

責任」的員工，但也使得一些記者不再能獲得職業自豪感和價值實現

感，並陷入角色衝突的困惑中。

這種公信力營銷策略的盛行，一方面說明在新形勢下媒體的商業

性與公共性的內在固有矛盾日益難以調和，「利己性」的經濟利益服

務和「利他性」的公眾利益服務之間的衝突愈加明顯；另一方面也

說明內地傳統媒體在面對網絡媒體勃興時所採取的逐利式策略，和

對作為其立身之本的「公信力」進行商業化運用的傾向愈加嚴重。

這種公信力營銷策略也許能緩和當前危機，但長遠來看，勢必陷媒

體於更深的困境中，而這個更深的困境，就是使得媒體的社會正當

性從根本上受到挑戰。

同時，公信力營銷現象不應孤立地被解讀，對當下傳媒轉型的大

命題來說，它有著多方面的意涵。首先，它昭示著新聞媒體的專業追

求在發生轉變，商業性壓倒公共性，公共性日益退居其後並成為商業

性追求的手段與工具；其次，它昭示著新聞媒體對自身社會角色定位

的轉變，它們不再視傳統的「社會雷達」、「輿論工具」一類的角色定位

為當然，而代之以將自身作比於公關公司、中介公司一類的商業服務

機構；再次，它昭示著新聞媒體的話語的轉變，專業話語日益為「客

戶」、「經營」、「資源」一類的商業性話語所取代；最後，這也從另一

層面昭示，當下的「報業危 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報業經濟危機，

同時更應理解為更深層次的新聞作為不可或缺的社會機構的正當性危

機。

當然，本研究主要基於中國內地媒體的案例，雖然相關理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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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囿於媒體同時作為公共服務機構和經營機構的內在固有矛盾，公

信力被當作市場化工具進行營銷的現象可能跨越政治、社會體制的差

異而普遍存在於各國媒體之中，但是，在不同的媒介體系中，公信力

營銷的程度、表現和結果等會呈現各自不同的面貌。因此，後續研究

要注意分析公信力營銷在不同媒體體系中的不同表現、差異何在、為

何有這些差異，以及如何帶來不同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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